
1942年5月，當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解放區文學

開始進入了規範化的發展歷程，並且最終形成了影響1949年後中國文學走向「一

體化」的文學生產制度。作為解放區文學生產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解放區

文學的出版體制是以1937年4月於延安成立的新華書店為中心建立起來的。新華

書店的建立不僅從文學生產制度層面規範了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而且也從

意識形態傳播層面統一了解放區文學的政策觀念。

一　文學出版的社團化

由於戰爭的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對立，解放區文學經歷了從「自由」到「規範」

的演化過程，其結果是解放區文學建立了一套統一的文學生產制度。其基本內

容之一——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是在1942年以後逐漸形成的。以前，那�的

文學出版體制是相對自由的，完全是一種社團化的出版方式。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以前，延安的新文學活動是相當「荒蕪」的。當時的延安

沒有一份公開出版的新文學刊物，僅有的一家名叫「光華書局」的出版社雖然也

偶爾代售一些新文學書刊，但主要是以出版和翻印古籍書刊為主的。1937年

1月，當延安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中心時，這塊「荒蕪」之地隨即也變成

了左翼知識份子的文化中心，成為那些探索革命道路和尋求文學理想的「年輕人

的聖城」1。伴隨è大量知識份子作家的到來，延安的文學活動也迅速地開展了

起來。與國統區的政治高壓和思想禁錮完全不同，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則充

滿了「自由的空氣，寬大的空氣，快活的空氣」2。由於政治上的相對民主和思想

上的相對自由，一大批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文學社團廣泛地建立了起來，它們

成為解放區作家從事文學出版活動的主要陣地。

解放區最早出現的文學社團是1936年11月創辦的中國文藝協會。它是在中

共的宣導和支持下建立的，徐特立、陸定一、伍修權、李克農等一些中共的領

導人參加了發起活動3。它的成立拉開了中共參與創建和領導文學社團活動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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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開創了解放區文學社團活動的模式之一，即政黨對文學社團的直接控制。

按照丁玲的最初設想，中國文藝協會只是一個「將愛好文藝的同志聚集在一起」

定期舉行座談會、討論文藝問題、創作和出版文學作品的「文藝俱樂部」4。也就

是說，丁玲本來打算將該協會辦成一個由知識份子作家組成的純粹文學社團。

然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卻認為協會應當是一個由中共指導的「從文的方

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進行工農大眾的文藝創作」的文學社團5。

於是，中國文藝協會就不再單純是一個由知識份子作家組成的文學社團了。

當中共迫切需要文學為自己的政治運動提供輔助時，必然會進一步擴大政

黨對文學社團的影響力。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後，中共不但參與了解放區一些

比較重要的文學社團的組建活動，而且還在文學社團中建立了黨支部，直接對

文學社團的活動進行領導。1937年8月成立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就是如此。抗日戰

爭全面爆發後，丁玲本è「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錢，走很多的地方，寫很多

的通訊」的目的6，倡議成立一個戰地記者團。然而，由於參加者來自文學、戲

劇、音樂、美術界等各個方面，大大超過了丁玲當初的預期，因而西北戰地服

務團成立時變成了一個「半軍事化、以宣傳為主」的戲劇團體。在中共中央宣傳部

（以下簡稱中宣部）長凱豐的建議下，由吳奚如擔任書記、丁玲擔任宣傳幹事、

陳克寒擔任組織幹事的黨支部建立了起來。據丁玲所說，服務團雖然「是一個藝

術宣傳團體，但對於政治的學習卻應擺在第一位」的7。在延安的四十多天準備

時間�，服務團學習小組邀請毛澤東、凱豐、李富春、莫文驊等中共中央領導人

做了〈大眾化問題〉、〈統一戰線〉、〈戰時的地方群眾工作〉、〈戰時政治工作〉等政

治報告，以期全面提高團員的政治素養和理論水準。正是由於這種政黨化的文學

社團的組織方式和活動模式，使丁玲也感到「自己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8。

然而，政黨對文學社團的控制只是解放區文學社團活動的一種模式。隨è

因為知識份子的匯聚而造成的解放區政治環境的更加民主化，解放區出現了第

二種文學社團活動模式，即作家對文學社團的控制。1939年5月，中華全國文藝

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成立表明了解放區文學社團超越政黨限制而獨立組建的

開始。該分會的前身是1938年9月成立的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屬陝甘

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邊區文協）領導。抗戰聯合會是解放區作家「要求è文藝

方面有一個總的組織」而成立的9，參加成立大會及大會選出的執委有成仿吾、

丁玲、周揚、林山、田間、沙汀、任白戈、柯仲平、劉白羽、雪葦等，他們全

部都是作家，基本不受中共的干預。為了取得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總會

（文協）的密切聯繫，抗戰聯合會於1939年5月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

安分會。該分會雖然仍是邊區文協的團體會員之一，但同時又接受文協的領

導，隸屬關係上的雙重身份使其具有了超越政黨控制的傾向。中共只是「爭取對

於各種文化團體機關的影響」bk，並不直接參與對這類文學社團的領導。

延安分會畢竟是設立在解放區的文學社團，因而難免要按照中共的要求參

與解放區的一些抗戰政治宣傳工作，但是它的「獨立進行工作」的性質使其工作

重點很快轉向了解放區文學活動的開展bl。一方面，為了有效推進解放區的文學

活動，該分會依照總會的要求很快完善了組織機構；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由知

識份子作家主持的文學社團，該分會在解放區全面啟動了「知識份子型」的文學

大眾化運動——「文藝小組」、「星期文藝學園」活動。分會要求會員在工廠、部

政黨對文學社團的控

制只是解放區文學社

團活動的一種模式。

隨g因為知識份子的

匯聚而造成的解放區

政治環境的更加民主

化，解放區出現了第

二種文學社團活動模

式，即作家對文學社

團的控制。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10年12月號　總第一二二期



40 百年中國與世界 隊、學校、機關組織喜歡文學的青年成立文藝小組，不定期邀請解放區的作家

進行文學講座，討論文學創作問題。從其成立到1941年8月，分會在解放區建立

了85個文藝小組，登記成員668人bm。可以說，分會通過開展「獨立」的文學活動

擴大了在解放區文學運動中的影響力。

儘管解放區文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政黨式」和「作家式」兩種不同的文學

社團活動模式，但是文學社團活動模式的區別並沒有造成文學出版方式的分

化。由於解放區還沒有形成獨立的文學出版機構，因而在解放區文學的出版活

動中，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學社團共同承擔è解放區文學的出版任務，發揮è

解放區文學的出版功能。同時，更重要的是，由於解放區還沒有建立相應的文

學出版規範，因而，解放區文學社團的出版活動是完全自由的。每個文學社團

出版的文學報刊和書籍都是由作家組成的編委會獨立負責的，無須經過中共和

陝甘寧邊區政府相關部門的出版審查。

二　新華書店功能的多元化

社團化的文學出版方式帶來了解放區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的興盛。在

「思想的創作的自由獲得了充分的保障」的前提下bn，解放區作家「大膽地創作、

寫作、著述、介紹、翻譯」，形成了一種「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辯論的生

動、活潑、民主的作風」bo。延安的街上貼è街頭詩、文藝壁報、美術壁報，書

店�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文學出版物，那些來自國統區的知識份子作家要麼主持

文學社團的活動，要麼從事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的編輯出版，處於一種從來沒

有過的自由狀態之中。然而，隨è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社團化的

文學出版方式在解放區迅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書店化的文學出版方式。

這一轉化是與新華書店功能的多元化直接相關的。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

保安進駐延安後成立了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專門負責中共書報雜誌的出版和

發行工作。同年4月，中央黨報委員會組建了解放社和新華書店兩個專門機構，

解放社承擔中共的機關刊物《解放》周刊和其他書報雜誌的出版任務，而新華書

店則承擔中共出版的全部書報雜誌的發行任務，是「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領導下

的專業發行機構」bp。事實上，新華書店還發行在解放區出版的其他各種各樣的

書報雜誌，其中包括解放區文學社團出版的全部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

在新華書店成立的最初幾年�，它只是發揮è單一的發行功能。隨è中共

領導的解放區地域的迅速擴大，新華書店的發行範圍開始成倍增加，1939年2月，

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央出版發行部，從「中央起至縣委一律設立發行部」，專門

「散發、分配和推銷黨的各種出版物」bq，而新華書店則從中央出版發行部獨立出

來，成為解放區非政黨化的書報刊物發行機構。此後，新華書店便迅速對已有

的發行體制和機構設置進行了調整，將延安的新華書店更名為新華書店總店，

在延安以外的其他解放區成立新華書店總店的分支機構，建立了覆蓋整個解放

區的書報刊物的發行網絡。

發行體制和機構設置的調整首先帶來了新華書店發行觀念的變革。總店提

出，各個解放區組建分店時都必須以「極大的注意力來加強發行人員的政治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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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水準，使其能把握革命的理論，堅定其政治立場與意志」br。由此形成了解

放區書報刊物發行觀念的政治化。因此，新華書店以自己的發行觀念來衡量解

放區文學社團出版的各種文學報刊和文學書籍時，自然存在許多不合規範之

處。一旦解放區文學社團的出版活動被納入到新華書店的發行網絡中時，新華

書店對其文學報刊和文學書籍的整合就不可避免。與發行觀念的變革相伴隨的

是新華書店功能的多元化擴張。新華書店最初是作為中共出版的書報雜誌的專

門發行機構而成立的，因而沒有作為一般出版社所應有的出版功能。當新華書

店從中央出版發行部獨立出來後，單一的發行功能顯然不符合現代出版機構的

功能要求，也無法滿足解放區民眾日益擴大的多樣化書報雜誌需求。為此，新

華書店增加了一般出版機構所應有的出版功能，建立了「編輯、出版、發行合一

的體制」bs。在恢復編輯、出版功能的基礎上，經過一系列編輯、出版和發行制

度的確立，新華書店終於完成了從只具有單一的發行功能向擁有編輯、出版和

發行的多元化功能的轉化。

當新華書店正在極力改變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格局的同時，文學社團

的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現狀也開始悄悄地發生è變化。解放區文學社團大

多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二三年間成立的，由這些文學社團編輯的文學書籍和

文學報刊也是在此期間開始出版的。這是一段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相當活

躍的時期，然而它們是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編輯出版的。文學社團面臨的最大

困難是物質條件的艱苦，諸如缺乏紙張、沒有機器、缺少人力等等，文學報刊

的脫期是經常的現象，文學書籍的出版基本是停頓了。但是，文學社團仍然苦

苦地堅持è、掙扎èbt。不僅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的出版如此，其他類型的書報

雜誌的出版也同樣如此。

面對書報雜誌出版的困境，1941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調整刊物問

題的決定〉。在優先「保證某些小冊子的急於出版」的前提下，暫停部分刊物的出

版，其中就包括文協延安分會出版的《中國文藝》ck。同年7月，中宣部做出了整

頓「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出版的指示，要求「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地域上有獨

立性的區黨委」方可出版一種「政治報紙」、「政治雜誌」、「黨內刊物」、「綜合的

文化文藝性質的雜誌」、「作為社會教育工具的通俗報紙」。其中「政治報紙」和「作

為社會教育工具的通俗報紙」是必須出版的，而「綜合的文化文藝性質的雜誌」須

「在黨指導下，依人力物力來決定，不要勉強湊數」cl。也就是說，文學社團是沒

有資格出版作為「政黨喉舌」的報紙的，而文學雜誌在「人力物力」都非常緊張的

條件下也就失去了繼續出版的合理性。

經過中共中央對解放區出版的書報雜誌的大力調整和整頓，解放區文學社

團出版的文學刊物大為縮減。到1942年初，在陝甘寧邊區的文學社團出版的文

學雜誌僅剩下《文學月報》、《穀雨》和《草葉》等不多的幾種。緊接è，中共中央

邀請一些黨外知識份子作家參加了由中宣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主持召開的解放

區宣傳工作會議，徵求知識份子作家對解放區書報雜誌出版工作的意見cm。在綜

合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於4月發布了〈關於統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

知〉，由中央出版局和中宣部「按時決定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一般方針與具

體計劃」cn。解放區文學社團除了還可以編輯、出版那些還沒有停刊的文學雜誌

外，不再擁有編輯、出版文學書籍的權利。當中宣部於1943年11月做出了〈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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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後，在延安等地方機關部門工作的作家迅速做出了回

應，紛紛要求到農村和部隊中去。「文藝下鄉」和「文藝入伍」的要求一方面使解

放區文學社團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文學社團由知識份子的自由「集合」變成

了文藝政策宣傳者的行政「組合」，另一方面使解放區作家再也無暇顧及文學雜誌

的編輯、出版，延安僅存的《文學月報》、《穀雨》、《草葉》等雜誌相繼在1942年

底停止出版。繼失去了編輯、出版文學書籍的自由權利後，文學社團也被迫放

棄了對編輯、出版文學雜誌的控制。至此，由文學社團主導的社團化文學出版

方式基本上退出了解放區書報雜誌的出版體系。

三　文學出版體制的建立

經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洗禮之後，解放區文學出版方式完成了根本性的轉

變。從社團化到書店化，不僅是一種文學出版方式的轉化過程，而且也是一種

文學出版規範的建構過程。解放區文學結束了不受任何規範的自由化出版時

期，轉而進入了一個以思想控制和政治甄別為中心的規範化出版時期。當以審

查制度為核心的文學出版規範形成時，解放區文學出版體制也就完全建立了。

任何一個政黨在取得了國家政權以後都會建立自己的出版體制co，中共領

導的解放區也不例外。如前所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由於出版工作在政治

宣傳中顯得日益重要，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在延安設立了中央黨報委員會。這

是中共中央在解放區最早開始設立的出版管理機構，專門負責《解放》周刊、《新

中華報》、馬列著作和革命理論書籍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cp。抗戰全面爆發

後，中共的抗日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了宣揚中共的抗日政策，「打破

各地頑固份子對於本黨出版物的查禁與封鎖」，向各個解放區和國統區「散發、

分配和推銷黨的各種出版物，統一對於各種發行機關的領導」cq，把以延安為中

心的解放區從「過去的文化落後區域變為文化中心」cr，中共中央於1939年2月決

定「從中央起至縣委止一律設立出版發行部」。從此時起，中共不僅在各個解放

區設立了不同層次的出版發行部，而且在各個出版發行部的領導下，建立了「公

開的、半公開的或秘密的發行網」cs。延安整風運動前夕，為了「統一指導、計

劃、組織全延安各系統一般編輯出版發行工作」，中共中央對中央出版發行部進

行了精簡，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專門負責「決定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一般方

針與具體計劃，並保證其實現」ct。抗戰結束後，為了強化出版機構在政治宣傳

中的意識形態功能，各個解放區成立的出版局又全部收歸各級宣傳部領導dk。其

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1948年1月晉察冀解放區成立了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領

導的邊區出版局，「掌握全區出版方針、計劃，領導編審、出版、發行工作」dl。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明確規定了不同類型的書報雜誌在編輯、出版過程中

的編審領導機關，比如馬列著作的翻譯和出版由中宣部主管，軍事譯著的編輯

和出版由中央軍委編譯局負責，大眾讀物和新文字書刊由新文字叢書工作委員

會編審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以前一直沒有專門主管機關的文學書籍和文

學雜誌的編輯和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直接負責審查。這樣，解放區文學書籍和

文學雜誌的編輯和出版終於被納入了中共的出版機構的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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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出版機構的設立相伴隨，中共根據解放區書報雜誌的編輯和出版需要，

制訂了相應的出版規範，由各個解放區的出版機構負責執行。在延安文藝座談

會以前，中共制訂的主要是一般性的文化宣傳制度，沒有制訂單獨的出版規

範，文學出版規範被納入文化宣傳制度之中，這就形成了文學出版的自由化特

點。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要求：「估計到

中國文化運動（文藝運動在內）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

於文化運動的領導，積極參加各方面的文化運動，爭取對於各種文化團體機關

的影響。」dm也就是說，中共對於解放區各種文化團體機關的文化活動只是作出

「影響」，而不是全面「管制」，這與國民黨在國統區實行的「社團管制」、「出版審

查」和「文藝禁錮」形成了明顯的對比dn。

中共關於文化活動的寬鬆政策使大批知識份子作家進入解放區，他們擁有

「開展思想、言論以及文藝創作的自由」與「出版的自由」do，掀起了解放區文學出

版活動的高潮。面對解放區逐漸興盛起來的文化運動，中共中央於1940年9月公

布的〈關於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規定：「各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論是消滅

文盲工作，學校教育工作，報紙刊物工作，文學藝術工作，除黨刊和黨報外，

均應與一切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聯合去做，而不

應由共產黨員包辦。」dp毛澤東認為，應「允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教育家、文

化人、記者、學者、技術家來根據地和我們合作，辦學、辦報、做事。每個根

據地都要建立印刷廠，出版書報，組織發行和輸送的機關」dq。

正是這種對知識份子的開放的、自由的文化宣傳制度，吸引了大量的各種

類型的知識份子參與到解放區的抗戰行列中來。在解放區，中共所制訂的文化

宣傳制度一方面鼓勵和歡迎「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

子」從事文化活動和文學出版工作，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強化自身在文化活動和文

學出版工作中的主導地位。1941年6月中宣部公布的〈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

綱〉就提出：「辦報，辦刊物，出書籍應當成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中的最重要的

任務。除了中央機關報、機關雜誌及出版機關外，各地方黨應辦地方的出版機

關、報紙、雜誌」，「凡關於國民教育、黨內教育、文化工作、群眾鼓動、對敵

偽宣傳、出版發行、通訊廣播等工作均應受宣傳部的直接領導。」dr這顯示了中共

在制訂解放區文化宣傳制度上的雙重性特點。

大量不同類型知識份子的到來，一方面帶來了解放區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

編輯、出版的繁榮，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大多數報紙雜誌，顯示出分工不明，彼

此重複，數量多而品質差，形式鋪張而內容貧乏的嚴重弱點」，而且報紙雜誌的

「編輯、出版、發行的制度也尚不完善」。於是，中宣部於1941年7月專門制訂了

針對「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的指示。這是中共在解放區公布的第一個獨立的

報紙雜誌出版規範，該指示不但明確規定了不同報紙雜誌的出版機關，而且

提出公開發行的報紙雜誌「都必須建立編輯委員會，揀選政治上得力的幹部來

負責」。而「作為各種學術研究與文藝活動的理論和實踐的指導刊物，及文藝作

家發表作品的園地」的「文化文藝性質的雜誌」，必須在中共的指導下編輯和出

版ds。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中宣部於1942年12月又一次向各個解放區發布了

〈對各地出版報紙刊物的指示〉，明確了不同出版機構編輯、審查和出版報紙雜

誌的權限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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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百年中國與世界 在解放區文學出版體制的規範化建構過程中，晉察冀解放區的出版規範值

得重視。隨è晉察冀解放區地域的擴大和書報雜誌出版活動的興盛，1948年

1月，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公布了《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這是在中宣部以

外的其他解放區中央局宣傳部制訂的第一個出版條例，該條例共八條，規定了

晉察冀解放區書籍期刊出版的領導機關、編審制度、發行機構、書店登記辦

法等內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該條例明確規定：「凡資本主義國家（英美等）

及蔣佔區之圖書，及未經中央局出版批准之所有圖書，均不准翻印出版或公開

發行。」ek這說明，政治意識形態在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的制訂中佔據了主導作

用。《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的公布開創了解放區文學出版體制建構的先

河，它成為1949年後新中國文學出版規範建構的基礎。

面對中共管轄區域向全國範圍的擴大，中宣部於1948年6月公布了面向所有

解放區的書籍雜誌出版的「請示與報告制度的決定」，進一步規範了黨內書籍雜

誌出版的審查制度、黨外書籍雜誌出版的報告制度、群眾文藝宣傳活動的登記

制度等。接è，中共西北、東北、華東、中原等中央局宣傳部依據中宣部的決

定，相繼制訂了涉及文學出版和文藝演出的規定。這些規定有的要求「各地書

店、圖書館、民教館的書籍、雜誌、報紙，凡係蔣管區出版者，須經地委或縣

委宣傳部門的審查，始得出版或陳列」el，有的要求「新編的戲劇，應先彩排，

由地委以上宣傳部或旅以上政治部審查，認為與批准之劇本精神相符合，始准公

演」em。雖然這些規定並不以「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出版規範」的名稱直接命名，

但都是以書籍報刊的編輯、出版和發行為主要內容的。至此，遍及全部解放區

的文學出版體制完全建立起來了。

審查制度是文學出版規範的核心，也是文學出版體制建構中規範作家創作

活動的主體因素，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也同樣注重對審查制度的設立。解放區

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主要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後形成的。在延安文藝

座談會以前，中共在解放區公布的書籍出版方面的規範都強調中共對文學出版

活動的領導。例如前述的〈關於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和「各級宣傳部必

須經常注意對於文化運動的領導」en，〈關於各抗日根據地報紙雜誌的指示〉規定

「報紙雜誌的領導應統一於黨的宣傳部」eo等都是如此。但是，解放區文學創作和

文學出版活動開始慢慢發生è變化。

由於知識份子作家思想中存在的所謂「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

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

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嚴重地阻礙è解

放區文學的發展ep，於是，中共中央於1942年12月提出「宣傳部應經常檢查報紙

雜誌的出版工作，下級的報紙雜誌應送上級宣傳部審查，黨的委員會及主要負

責人應定期的直接檢查宣傳部此項工作」eq。此後，中共在解放區公布的每一個

涉及文學書籍和文學報刊的編輯、出版規範都有審查制度方面的條款。關於解

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最為完備的是《晉察冀邊區統一出版條例》er。

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多層次審查制度，不僅是對作家創作中的政治傾向的有

意甄別，而且也是對文學作品中的思想意識的嚴格控制，極大地規範了文學作

品的創作、出版和發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曲折出版歷程就印證了

解放區文學出版規範中的審查制度對作家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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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8月，丁玲將歷時一年半才完成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初稿謄抄給

時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長兼出版局長的周揚，但是一直沒有回音。後來，丁

玲聽到「『一位黨政要人』在一次公開講話中對反映土改的作品的指責」es，於是從

1948年4月開始重新修改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然而，當丁玲拿è修改好的小

說要求出版時，周揚卻認為作品存在è「原則問題」，對丁玲「突擊完成」的作品

「不置一詞」，似乎「有意地表示è冷淡」。丁玲不得已於6月中旬向毛澤東談了自

己近期的小說創作情況，毛澤東表示「願意讀」丁玲的作品，似乎肯定了丁玲的

創作et。丁玲隨即將《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手稿交給了時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

喬木。丁玲在日記中寫道：「喬木問我有何希望，我說請看看，如果在政策上沒

有問題，有可取之處，願出版。他說不一定看，出版好了。我說還是看看好。他

說也不可太嚴。他承認有偏的情況，他覺得文藝還是稍微自由的好。」此後，艾

思奇、蕭三等人相繼審閱了小說，但結果卻是建議她「俟後出版」fk。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問題一直拖到7月底，毛澤東一次約請胡喬木、

艾思奇、蕭三等人到野外散步時，胡喬木才藉機向毛澤東談到了丁玲的《太陽照

在桑乾河上》。由於毛澤東的「默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才被認為是「一本最

早的最好的表現了中國農村階級鬥爭的書，建議有關方面早日出版」fl。儘管胡

喬木認為「文藝還是稍微自由的好」，然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還是在經歷了從

主管文學出版的負責人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審查之後，才於1948年9月得

以出版。正是在對不同文學作品的嚴格審查中，解放區文學的出版體制逐漸建

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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